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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宏观福利分析* 

许志伟†  吴化斌‡ 

(Preliminary draft. Comments welcome.) 

摘要：本文结合中国收入分布数据，构建了一个异质收入的货币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地

评估了个人工薪所得税 7 级新税制的福利效应。理论分析表明，税制改革不仅直接改变税后

收入从而影响消费储蓄行为（局部均衡效应），同时还会通过改变资本市场均衡来间接影响

个体决策（一般均衡效应）。数值分析显示，以上两种效应使得在新税制下，中间收入人群

（税前月收入 0.2～2.2 万元）的福利有所上升，增幅为 0.36%～6.72%不等；而高端收入人

群（税前月收入高于 2.2 万元）的福利则普遍下降，降幅为 0.71%～7.01%；余下的最低收入

人群影响不大；整个经济的总福利提高约 3.56 个百分点。此外，尽管幅度较小，但新税制

会推动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上升。 

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改革  福利分析  异质性收入模型 

 

Abstract：This paper builds up a monetary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income heterogeneity. 

Based on the Chinese income distribution data, we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welfare effects of the 

new progressive income taxation system.  Our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axation 

reform significantly affects individual consumption and saving behaviors through two channels: 

the after-tax income (partial equilibrium channel) and the capital market equilibrium (general 

equilibrium channel). Our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ew taxation scheme improves 

the welfare of middle income groups around 0.36%~6.72%; and worsens the welfare of those 

high income groups about 0.71%~7.01%; but has little effects on the rest of low income groups.  

Overall, the total social welfare is improved up to 3.56%.  Moreover, the taxation reform also 

pushes up the welfare cost of inflation rate, although the increment is ignorable. 

Keywords:  Chinese Income Taxation Reform, Welfare Analysis, Heterogeneous Incom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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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何运用收入调节政策来改变我国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的现状，是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重

大难题之一。个人所得税制，因其对收入分配具有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而受到了社会各界

极大的关注。从 2011 年 9 月 1 日起，我国将施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新税制将减免费用标准（简称起征点）将从原来的月收入 2000 元提高到 3500

元，而工薪所得税率结构则从原来的 9 级变为 7 级
1
。新的税率结构体现了政府希望通过税

制改革来加大收入调节力度，降低中低收入纳税群体的税收负担的目标。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新的税制究竟在如何影响各收入群体以及社会的整体福利？本文试

图系统地分析新税制对微观个体经济决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上述福利问题给出一个定

量的答案。 

目前国内关于个人所得税制的研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主要集中在制度设计以及税制

调整对收入分布的影响上；第二类主要研究税制改革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前者如杨斌

（2002）通过比较中国式和西方式所得税制，探讨了适应中国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

马福军（2010）讨论了个人所得税浮动机制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及其可行性；梁季（2010）

从个人税收的“两个比重”
2
的角度讨论了个人所得税全面改革的必要性。后一类文献如余

显才（2006）基于调查问卷数据研究了所得税制对劳动供给弹性的影响，他发现基于税率变

化和免征额变化的劳动供给总体上弹性很小；王鑫、吴斌珍（2011）采用 2004-2007 年 36

个大中城市的季度面板数据对 2008 年起征点从 800 上升至 1600 的政策进行了计量分析，

他们发现税收减免带来的收入增加额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1；万相昱（2011）应用微观模拟

方法，以区域经济为对象，构建了一个带有行为反应的微观模拟模型，并通过该模型对个人

所得税改革的政策效应进行了灵敏度分析，他们发现过高的起征点将加大收入差距并破坏税

收的公平性原则。尽管以上文献部分揭示了个人所得税制对中国经济以及个体行为的影响，

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福利（包括各收入群体）的角度系统地、定量地评估税制。 

国外已有大量研究税收政策的文献，例如 King（1983）利用家庭等价收入度量福利，并

通过计量方法估计税制改革的有效性和对收入分布的影响。Gentry 和 Hubbard(2004)通过微

观数据估计和分析了税率水平和累进程度与工作流动性之间的关系。Cassou 和 Lansing（2004）

以及 Li 和 Sarte（2004）讨论了不同的税收制度如何影响长期增长路径。Chen 和 Guo(2010)

                                                             
1

 税制结构变化包含了“工薪所得税率”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本文所

讨论的是涉及面最广的工薪所得税。 
2
“两个比重”现象指的是：在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年下降 

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与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却逐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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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分析了累进税与宏观经济稳定性之间的联系并以此解释美国经济中的产出波动性

减弱的现象。Krusell 等（1996）在标准增长模型中引入异质性讨论了消费税和收入税的优劣。

专门讨论税收改革如何影响各收入水平下家庭的福利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具有收入异质性的货币经济一般均衡模型用于讨论新老两种税制的

福利意义，假定不同经济个体具有不同的劳动效率，因而不同家庭具有不同的收入和财富。

考虑异质性模型是因为传统文献常见的代表性模型或者代际交叠模型并不能适用于累进税

制的福利分析，其原因在于传统代表性模型假定所有家庭都是同质的，而代际交叠模型则只

是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粗略地区分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但是分析累进税制的

福利效应需要考虑到不同的收入区间可能存在不同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因此必须在模型中区

分不同收入区间。 

使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是为了广泛考虑税制改革影响经济的各种渠道（商品市场与资本

市场）。同时，本文还将货币引入模型，从而方便我们探讨新税制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的福利

成本。由于本文的分析框架本质上属于具有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即假定模型

参数能够刻画微观经济个体相对稳定的经济行为，而不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因而在进行

政策评估时，可以经受“卢卡斯批判”
3
的检验。 

通过求解稳态均衡，我们发现新的税制对经济作用具有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两个效应。

前者通过直接改变税后收入而影响消费储蓄行为，后者则是通过影响资本供给及资本回报率

来间接影响个体决策，这一影响渠道恰恰是传统文献所忽略的。具体地，资本市场渠道表现

为新税制使得人口比重最大的中间收入群体储蓄增加、比重最小的高端收入人群储蓄下降。

整个经济的资本供给则最终增加。资本市场的需求-供给分析表明，资本供给的上升直接导

致均衡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本市场的这种“深化效应”（Capital Deepening Effect）最终改变

了各个收入群体的资本财富。由此可见，除了影响个人收入，新税制还通过资本市场渠道完

成了对个体财富的再分配。 

本文利用中国经济的年度收入分布数据分别计算了新老税制下各个阶层的税后收入。利

用该税后收入数据，我们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数值模拟了各收入阶层的消费储蓄行为，并计

算了各群体在新税制下的福利变化。我们发现，税制改革对福利的影响与对税后收入的影响

有着较大的差异。该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简单地利用税后收入变化来评估税制改革福利的

                                                             
3

 Lucas（1976）对于当时流行的用 Cowles Commission 方法来研究宏观问题和政策评估提出了批判。他认

为由于理性预期的存在，只有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宏观计量模型才是可信的，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模

型中有关行为方程的参数都是结构型参数（Deep parameters），从而它们不会随着外生冲击或政策变化而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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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本身具有较大的误差，因为此类方法仅仅考虑了税制调整的局部均衡效应而忽视了税制

改革影响资本市场供给（从而影响个体资本收入）的一般均衡效应。 

此外，社会普遍认为所得税改革的另一优点在于，它能够缓解中低收入阶层由于通货膨

胀而导致的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然而，通过比较新老税制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我们发

现结果与传统观点相左：新税制使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小幅上升。背后的原因在于，新税

制通过降低资本回报率而提高了各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因而个体消费变得对通货膨胀更为

敏感，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上升。 

最后，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详细讨论税制改革前后平均税率函数的变化，以及

各收入群体的税后收入变化；第三部分讨论如何构建具有收入异质性的货币经济一般均衡，

以及稳态均衡下的个体决策行为；第四部分，利用收入分布数据，我们基于理论模型数值模

拟了各收入群体在均衡下的消费储蓄行为，并做了新税制的福利分析；最后部分为文章总结

论。 

2. 改革前后所得税之比较 

（一） 平均税率函数 

本节主要比较累进税制改革前后的平均税率并讨论其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税后收入影响。

表 1列出了调整前与调整后的超额累进税率。为了便于讨论我国累进税制改革的经济效应和

进行福利分析，我们将税制中的分级超额累进税率（见表格 1中的“税率”项）转化为平均

税率，即纳税额占总收入的比例。根据表 1，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计算出不同收入所对应的

缴税额，从而得到不同收入下的平均税率（缴税额/收入）。 

表 1. 改革前后累进税制比较 

调整前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 调整后的 7 级超额累进税率 

（起征点 2000 元） （起征点 3500 元） 

级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一 (0,500] 5 (0,1500] 3 

二 (500,2000] 10 (1500,4500] 10 

三 (2000,5000] 15 (4500,9000] 20 

四 (5000,20000] 20 (9000,35000] 25 

五 (20000,40000] 25 (35000,55000] 30 

六 (40000,60000] 30 (55000,80000] 35 

七 (60000,80000] 35 (80000,) 45 

八 (80000,100000] 40 
  

九 (100000,) 45 
  

注：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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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为根据上述计算方式得到的平均税率曲线，其中实线代表改革前的老税制，虚线代

表改革后的新税制。通过比较发现，税制改革具有明显的收入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以税前

月收入 3.85 万元为分界点，新税制对月收入低于该值的群体征收比老税制更低的税率，而

对于月度收入高于该值的群体则征收比老税制更高的税率。也就是说，改革后的税制加重了

在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减轻了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 

由于新税制本质上改变了不同收入群体面临的平均税率，从而直接对税后收入造成影响。

下面，我们将基于中国收入分布数据，定量地评估每个收入群体的税后收入变化。 

 

 

图 1. 个税改革前后的平均税率比较 

（二）税制改革对各收入群体税后收入的影响 

由于新老税制具有不同的收入分级区间，为了方便比较不同群体在改革前后的税后收入

变动情况，我们需要综合两种税制下的月收入分级边界点，以此来划分出同时包含两种税制

的更详细的收入区间。根据表 1，考虑到不同的起征点后，所有的月收入边界点（单位为万

元）如下所示： 

 0.2, 0.25, 0.35, 0.4, 0.5, 0.7, 0.8, 1.25, 2.2, 3.85, 4.2, 5.85, 6.2, 8.2, 8.35, 10.2

根据以上 16 个月收入边界点，我们将整个收入人群分成：月收入低于 0.2 万元，0.2～0.25

万元，......，大于 10.2 万元等 17 个收入群体，分别将其标记为组 1～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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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完收入群体之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计算每个群体的平均收入，这样才能具体讨论

税制改革前后的税后收入变化。这里我们记第 j 个群体的平均月收入为 , 1,...,17jw j  ；其

对应的人口占比为
jn 。进一步，假设整个经济的收入分布函数（CDF）为  F x ，则

jw 等

于利用收入分布函数  F x 计算的第 j 个收入区间上的数学期望，而
jn 则为该收入区间的

概率
4
。 

下面我们将描述如何从数据中得到收入分布函数  F x 。我们所用数据为 2009 年度国

家统计局的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该数据将收入群体按照年度收入以 5000

元为递增单位，将人群划主要分成小于 10000 元,10000～15000,...,95000～100000，以及大

于 100000 元等 20 个群体。图 2 画出了 2009 年度的收入分布图： 

 

图 2.  2009 年度收入分布数据 

注：横轴为年度收入水平，单位为万元；纵轴代表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数据来源为 CEIC 数据库。柱状图为

数据中的分布，虚线为用 Dagum 函数拟合得到的分布，具体见下文讨论。 

由图 2 中的柱状图可以看出，该数据具有典型的截断（Censored）特征：高收入群体（大

于 10 万元）被截断而没有更详细的数据点，因而无法计算属于高收入群体的
jw 和

jn 。为

了解决该问题，我们将用统计学中的分布函数来逼近数据，以此来外推高收入群体的具体分

                                                             

4
 具体地，      

1

1
/ ,  

j

j

x
j j j

j j
x

w xdF x n n F x F x



   ， jx 表示第 j 个收入边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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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图 2 中的柱状图表明，非高收入群体（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呈现出典型的广义 Beta 分

布形状，因而我们根据文献（见 McDonald，1984），利用常用的 Dagum 分布来逼近数据。

该分布由 Dagum（1977）提出，本质上属于广义 Beta II 分布
5
，其概率分布函数（CDF）满

足（这里我们考虑最常用的 Dagum Type I 分布）： 

  1 1

k
c

x
F x





  
       

                       （1） 

其中 0x  ，参数满足 0, 0, 0c k    。我们利用数据估计各个参数的最优拟合值。由于

篇幅原因，我们将具体的计算过程放入附录一。所求得的最优参数分别为： 

4.7500, =2.7858, =1.0607c k   

图 2 中的虚线为 Dagum 分布函数拟合值。可以看到，Dagum 函数非常精确地拟合了所

有收入小于 10 万元的分布
6
。利用该函数，我们可以非常方便地推断高收入人群的分布情况，

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平均收入 jw 及其人口比重 jn 。表 2 报告了利用 Dagum 函数计算的

各个收入群体的平均税前月收入及其对应的人口占比。 

 

表 2. 不同收入群体的平均税前月收入及其人口占比 

组群 1 2 3 4 5 6 7 8 9 

jw (万元) 0.1439 0.2257 0.3000 0.3745 0.4471 0.5860 0.7465 0.9674 1.5611 

jn (%) 13.7222 9.1862 20.4771 9.4153 15.0746 16.8914 4.3596 7.6671 2.5826 

组群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jw (万元) 2.7368 4.0150 4.8482 6.0183 7.0181 8.2741 9.1538 15.4159  

jn (%) 0.5036 0.0272 0.0580 0.0055 0.0166 0.0007 0.0055 0.0068  

分别使用新老两种税制计算表 2 中每个组群的平均税前收入（
jw ）所对应的税后收入

即可得到新税制下税后收入较改革前的变动幅度。图 3 刻画了各收入群体在新税制下的税后

收入变化百分比。可以看到，新税制显著增加了月收入低于 4 万元群体的税后收入，而降低

                                                             
5

 McDonald（1984）引入了一种广义 Beta 分布（简称 GB2）来刻画收入分布，当 GB2 分布中的参数 p=1

时，该分布便等价于本文采用的 Dagum 分布，具体见 Kleiber（1996）。 
6

 在最优参数值下，距离函数非常接近于零，约为 0.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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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月收入高于 4 万元群体的税后收入。具体地，收入组群 4～8（税前月收入 3742～9674 元）

在新税制下税后可支配收入较老税制均增加了 4%以上，其中又以税前月收入在 7467 元左右

（第 7 组群）的人群收益最多，增加幅度达到了 6.32%。其次，收入群体 2、3 及 9 也有 0.57%～

2.56%的受益增幅。而组群 1 没有变化，这主要是该组的低收入人群在两种税率下均未达到

起征点，因而改革对其收入完全无影响。第 10 组群体则增幅非常小，仅为 0.02%，这是因

为这个收入群体面临的税率在两种税制下几乎一样，因而税后收入无明显变化。对应于税前

月收入大于 4 万的人群（组 11～17），新税制使得他们的税后收入有所下降，降幅在 0.24%～

1.20%不等，其中最高收入的第 17 组（平均税前月收入约为 15.4 万）则降幅最大，达到了

1.20%，这体现了新税制更高累进程度的特点。综上分析，新税制通过降低 1～9 群体（相对

低收入）的平均税率而使其税后收入明显增加；同时，通过提高平均税率使得 10～17 群体

（相对高收入）税后收入下降。由于受益群体整体增幅量大于受损群体的整体降幅量，整个

社会的所得税平均税率出现明显下降：从改革前 7.79%降至改革后的 3.96%。 

 

 

图 3. 新税制对平均税后月收入的影响 

注：横轴代表 1～17 个收入群体，其对应的平均税前收入见表 2；纵坐标代表新税制下，税后收入较老税

制的增长百分比。例如，第 5 个群体（税前月均收入为 4471 元）在新税制下的税后收入比老税制下的税后

收入增加了约 5%。 

尽管图 3 的结果直观地说明了税制改革对个人税后收入的影响，但是并不能够定量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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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收入群体以及整个经济的福利变化。这是因为福利变化涉及到微观层面的个体最优消费

和储蓄决策，而这些行为又受到宏观价格变量如资本回报率，通货膨胀率的影响。鉴于此，

下一节将构建一个具有异质收入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定量地评估新税制对各个收入群体乃至

整个社会的福利影响。 

3. 理论模型 

本节基于一个具有收入异质性的宏观模型，从理论上考察税制改革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假定经济中包含家庭，厂商和政府三个部门，其中代表性家庭选择消费和储蓄来最大化期望

效用；厂商生产消费品和投资品，引入厂商主要是为了刻画资本市场的需求面；政府制定财

政政策。以下分部门简要介绍模型的要素。 

（一）劳动力市场及家庭行为 

每个家庭具有相同的一单位劳动力，不同家庭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劳动服务效率（具体

见下文定义）。根据劳动力的差异，我们将家庭分成不同的 J 组，组内的家庭是同质的，而

组间则是异质的。假设第 j 组家庭的总数为
j

tn 。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所有家庭均无弹性

地（inelastically）提供 1 单位劳动
7
，因而

j

tn 等价于第 j 组家庭提供的总劳动时间。由于我

们假设劳动具有异质性，因而每组家庭对应的工资同样具有差异，即 j 组家庭所获得的工资

收入
8
为

j

tw 。为了确定第 j 组家庭的劳动力所面临的需求曲线，我们根据刚性工资文献（如

Huang etal, 2005），假设存在一个竞争性劳动力中介市场。该市场中每个劳动力中介的职能

是将不同类型的劳动力组合成同质的劳动服务，并将该服务以 tW 的价格提供给生产企业。

劳动中介所用的培训技术为： 

 
1 1

1

J
j j

t t

j

N e n


 


 



 
  
 
                             (2)  

其中 tN 代表总的劳动服务，
je 代表第 j 种劳动力的边际效率， 1  表征替代弹性。每个

劳动中介选择所要提供的服务 tN 以及所要雇佣的劳动力
j

tn 来目标为最优利润： 

1

max
J

j j

t t t t

j

W N w n


  

                                                             
7

 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弹性非常小，根据蔡昉等（2004），1992～2003 的平均弹性仅为 0.05 左右。 
8

 由于我们假设每个家庭提供 1 单位的劳动，所以工资等于劳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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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为等式（2）。对
j

tn 求一阶导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劳动中介对类型 j 劳动力的需

求方程： 

 
1

j j
jt t

t t

n w
e

N W





 

  
 

                      (3) 

由于 1  ，上述方程表明均衡工资水平与边际效率
je 成正比，即单位时间内劳动力提供的

服务越多，工资越高。由此可见，在本文的模型中，我们假设劳动力收入的异质性来源于不

同的劳动力效率。例如技术熟练的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收入要高于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从而

产生收入上的差异。 

下面我们开始讨论家庭的行为。以第 j 组中的家庭为例。每期，家庭 j 选择消费
j

tc ，

下期储蓄 1

j

ts  来最大化预期效用函数： 

 
0

,t j j

t t t

t

E U c y




                               (4) 

其中效用函数为非减凹函数。这里根据文献如 Zou（1994），将 t 期家庭财富
j

ty 引入效用函

数，并假设财富能够带来直接的正效用
9
。该假设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从心理上刻画预防性

储蓄动机
10
：即当期储蓄越多，那么下一期的可支配财富就越多，从而面临的不确定性变小，

我们把这种个体能够具体感受到的正面效应直接用效用函数刻画。 

此外，家庭所受的预算约束为： 

     1 1/ + / + 1 1

j
t

j j j j j j j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y

c s M P M X P r s w tr       


        (5)  

等式左边为总支出，右边为总的财富。总财富由两部分构成：货币财富  1+ /j

t t tM X P ，以

及非货币财富
j

ty 。其中
j

ty 来源于三部分：资本形式的财富---  1 j

t tr s ，劳动的工资收入

---  1 j j

t tw ，以及政府一次性转移支付 ttr 。这里 tr 为资本回报率，
j

t 为个人所得税平均

税率。我们假设货币具有为交易媒介的作用，消费品必须由货币支付，因而服从货币先行约

束（CIA）： 

                                                             
9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传统的消费者理论，即使财富不进入效用函数，它同样会通过增加最优消费而增加

效用，即间接效用函数对财富是递增的。本文假设与传统假设的区别在于，财富能够产生直接的效用，关

于这点，Zou（1994）给出的解释是理性人具有“资本主义精神”。 
10

 该思想与存货文献中的规避供不应求（stock-out aviodance）动机非常类似，具体见 Bils and Kah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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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j

t t tc M P                                  (6) 

分别记(5)和(6)的 Lagrangian 乘子为 ,j j

t t  ，则 , ,c s M 的一阶条件满足 

 ,j j

t t j j

t tj

t

U c y

c
 


 


                           (7) 

 
 

1 1

1 1

1

,
1

j j

t tj j

t t t tj

t

U c y
E r

y
  

 

 



 
   

  

                   (8) 

 1 1

1

j j jt
t t t t

t

P
E

P
    



                            (9) 

（7）式描述了最优消费行为；（8）式刻画了储蓄行为：左边为多储蓄一单位带来的边际成

本（少消费一单位），右边为储蓄的边际收益：下期可以增加资本收入以及由于增加财富而

带来的正效用；（9）刻画了货币需求：左边为多持有一单位货币而少消费一单位带来的边际

成本，右边为边际收益（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增加的货币可以增加流动性以及增加消费。 

（二）厂商行为 

我们假设厂商为 [0,1]区间上连续分布的完全竞争者。代表性厂商以价格 tW 向劳动中

介购买劳动服务 tN ，以租金 tr 从资本市场租借资本 tK ，生产 tY 来最大化利润，同时每期厂

商收到一次性政府补贴 tB 。厂商的最优问题如下： 

 
, ,

max
t t t

t t t t t t
Y N K

Y B W N r K                         (10) 

其中  为资本折旧率。此外，厂商的生产技术具有柯布道格拉斯形式，边际生产力与生产

技术 tA 有关: 

1

t t t tY A K N                               (11) 

这里 为资本要素的边际贡献。从一阶条件中，可以得到劳动与资本要素的需求函数： 

 1 t
t

t

Y
N

W
                                (12) 

t
t

t

Y
K

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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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部门 

根据前文的介绍，我们的模型中政府的税收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个人所得税收入--- 

1

J
j j j

t t t

j

n w


 。我们假设政府支出主要用于转移支付
1

J
j

t t

j

n tr


 ，企业补贴 tB ，以及其他政府支

出 tG
11
，预算恒等式满足： 

1 1

J J
j j j j

t t t t t t t

j j

n w n tr B G
 

                         (14) 

（四）一般均衡配置 

经济在均衡时处于如下状态。总需求方面：不同类型 j家庭的一阶条件成立；总供给方

面：厂商最大化他们的利润；各个市场（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出清。在描述具体的出清条

件前，我们需要对微观行为进行宏观加总。分别记总消费,总储蓄以及总的货币存量为 tC 和

1tS  和 tM ，其定义如下： 

 
1 1

1 1 1

,     ,   
J J J

j j j j j j

t t t t t t t t t

j j j

C c n S s n M M n 

  

                    (15) 

资本市场出清表明： 

t tS K                                   (15) 

劳动力市场出清表明： 

 
1 1

1

J
j j

t t

j

N e n


 


 



 
  
 
                           (16) 

最终品市场出清条件表明： 

t t t tC I G Y                               (17) 

其中 tI 为用于投资的最终品，其满足资本累积方程： 

 1 1t t tK K I                              (18) 

最后货币市场出清： 

                                                             
11

 该项包含了政府其他支出例如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或者财政盈余等。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预算并不

是平衡的， tG 不仅包含了非生产性支出，同时也可以用来刻画预算盈余。例如， tG 可以进一步写成

1t tg g  ， tg 为累积到下一期的政府财政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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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t t t t tM M X x M                           (19) 

其中 tx 为货币增长率。在长期均衡（或稳态）时，CIA 束紧使得总消费等于总的真实货币存

量（real money balance），因而名义货币增量完全转移为通货膨胀，即 x 代表了可预期的通

货膨胀率（Anticipated Inflation） ，见 Wen（2010）。 

（五）长期均衡（稳态）分析 

为了单纯地分析税制改革的长期影响，我们不考虑另外的系统不确定性（如随机的 TFP

冲击等），仅仅考察不同税制下的稳态均衡。由于模型中家庭的异质性来源于不同的劳动效

率，因而这种异质性外生给定，也就是说收入分布函数外生给定。以上设定使得每一组家庭

j 的稳态变量与时间 t 无关。具体而言，对于第 j 组家庭，最优行为方程（7）-（9）表明： 

 
 

 

  

, / 1 1

1 1, /

j j j

j j j

U c y y r

rU c y c





   


  
                   (18) 

其中 为稳态通货膨胀率。（18）表明消费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 ,j jc f y r                           (19) 

f 为（18）确定的隐函数。在稳态时，根据预算约束
12
以及

jy 的定义，我们可以进一步得

到储蓄 s 满足： 

 
1

1j j j js c w tr
r

    
 

                    (20) 

求解（19）和（20），可以求得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函数： 

  1 1 , ,j j jc g w tr r                        (21) 

  2 1 , ,j j js g w tr r                        (22) 

上式表明税制改革会通过两个渠道影响消费储蓄行为从而影响消费者福利：第一、它直接影

响当期的税后劳动收入——  1j jw  ；第二、它通过间接影响均衡资本回报率 r 。前者为

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效应，因为它只与个体可支配劳动收入有关，而没有涉及到

市场出清的均衡；后者为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效应，因为资本回报率 r 内生于整个

经济，由资本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21）和（22）表明税制改革会通过间接影响 r 以及

                                                             

12
 真实货币存量（real money balance，M/P）在稳态时保持不变，即    1 /j j jm m x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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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所得
jrs 来影响个体决策。由此可见，要讨论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基于简单的局部均衡

模型是不充分地，因为该类模型往往不考虑资本市场而忽视了个体储蓄（或投资）行为对资

本回报率的反馈作用。而这种资本市场的反馈作用对福利的变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关于

这点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 

为了考察税制的一般均衡效应，首先必须确定均衡的资本回报率 r ，即得到资本的总供

给和总需求。对（21），(22)式做宏观加总，我们可以得到资本供给与总消费方程： 

1 1

,  
J J

j j j j

j j

S n s C n c
 

                        (23) 

由市场出清条件（15）、（17）和（18）可知 

1 /

C S
Y

G Y





                             (24) 

因而我们可以将资本总供给方程写成： 

 

1

1

1

 

J
j j

j

J
j j j

j

n s
S G

Y Y
n c s





 
  

 




                 (25) 

上述方程描述了资本的总供给曲线，同时由（13）可以得到资本的需求方程 

K

Y r







                            (26) 

市场出清条件 S K 最终确定了市场资本回报率 r 。 

（六）模型的参数校准 

为了对模型进行数值求解和定量分析，我们首先要对效用函数形式以及各结构参数值进

行校准（Calibration）。 

对于效用函数，我们采用宏观经济文献中通常用的 King-Plossor-Rebelo（简称 KPR）偏

好。具体形式为：    , logU c y c v y  ，  v y 为递增的严格凹函数，具有形式：

1 1
0

1

y
a






 



， 。KPR（2001）证明了该类偏好能够保证平衡增长路径存在。此外，当 1 

时，效用函数退化为 CES 形式。 

给定效用函数后，最优消费和储蓄便由如下两个方程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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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j j
r

c y
a r





 


 
                         (27) 

 1 /j j j js c w tr r    
 

                      (28) 

其中    1 1j j j jy r s w tr     。由于转移支付 tr 为外生政策变量，我们假设其等于

零。这么做的原因在于：（1）转移支付本身占个体收入的比例非常小；（2）不考虑转移支付

是为了更清晰地讨论税制改革通过资本市场影响收入分配的渠道。由（27）、（28）两式可以

解得
jc ，

js 为资本回报 r 的函数。经过宏观加总，进一步结合资本需求方程（26），可以得

到均衡利率以及均衡下的消费 jc 和储蓄 js 。  

由（27）式可知，参数 代表了消费---收入弹性，根据城镇居民收入—支出数据
13
，我

们将 设为 0.8；对于效用函数中的系数a ，我们设为 0.01，稳健性分析表明该值对于均衡

结果并没有大的影响。参数  代表了主观折现因子，由于模型的时间跨度为月度，我们根

据文献中常用值，取其为 0.99。另外， 为稳态月度通货膨胀率，这里我们取 1978～2010

年的月度平均通胀率 0.46%
14
。 

接下来校准总供给方面的参数。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份额 ，我们取文献中常用的 0.5；

对于资本折旧率 ，我们的校准方法是让其确保整个经济的总储蓄率等于 0.41，该值等于中

国 2001-2009 年的平均储蓄率
15
。此外，对于政府支出占总产出的比值（ /G Y ），我们将其

设定为 10%
16
，下文的分析结果对该参数并不敏感。 

最后，记各个收入群体在新老税制下的税后收入分别为   1 j j

old w 和

  1 j j

new w 。根据表 2 中的数值以及表 1，两个序列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得到。而每个群

体的人口占比
jn 17

，则在文章第二部分已经给出，具体见表 2。 

对模型进行校准之后，我们便可以根据上文的讨论，得到稳态均衡的数值解，从而进行

福利分析。 

                                                             
13

 利用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年度收入与支出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得到消费收入弹性为 0.825。 
14

 利用 1978～2010 年度通货膨胀率数据（来源 CEIC），我们可以计算平均年度通胀率，除以 12 得到月度

平均值。 
15

 经过计算，校准后的折旧率为 2.5%，该值略高于文献中常用的 1%。 
16

 利用年度财政支出数据（1996-2009，来源于 CEIC），我们将总税收收入扣除转移支付、政府补贴等项目，

然后再将余下部分除以总产出，得到的平均值（G/Y）约为 10%。 
17

 由于
jn 为外生给定的分布，与税制无关，因而在两种税制下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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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税制下的社会福利分析 

本节将重点讨论税制改革对不同收入群体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影响。具体地，我们从比

较效用函数，以及通货膨胀成本函数两个方面，来考察税制改革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一）新老税制下的福利比较分析 

基于第三节求解的不同税制下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我们可以计算两种税制分别对应

的效用值，从而比较福利变化。以第 j 类家庭为例，记改革前的均衡消费和储蓄为 ,j j

old oldc s ，

改革后的均衡消费和储蓄为 ,j j

new newc s ，则福利变化
j 满足： 

     log 1 logj j j j j

old old new newc v y c v y                       (30) 

j 的经济学含义是：在老税制下，需要补偿多少百分比的消费才能使得家庭 j 对两种税制

无差异。如果
j 大于零，则表明新税制使得福利增加，反之则福利下降。对（30）式简单

的移项，可得 

       log 1 log /j j j j j

new old new oldc c v y v y                     (31) 

根据上式，每个收入群体在新税制下的福利变化可以很容易的计算得到，具体结果见下图 3。

从图中可以看到，整体上，福利变化（柱状图）与税后收入变化曲线（虚线，也可见图 2）

具有非常类似的形状，表现为较低收入者受益，较高收入者受损。这表明总体上福利变化（
j ）

为税后收入变化
18
的递增函数

19
。对于组 2～9（税前月收入 0.2～2.2 万元的群体），两者在

数值上并没有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组 2、3 和 9 的税后收入变化略高于福利变化；组群

4～8 的
j 则略大于税后收入变化约 0.08%～0.47%。然而，对于最低收入者组 1（税前月收

入小于 0.2 万元）以及中间收入组 10（税前月收入 2.2～3.85 万元），尽管新税制并没有使

得他们的税后收入并没有下降，但是这两个群体的福利却降低了，其中组 1福利下降 0.21%，

组 10下降 0.7%。背后的原因在于两个群体的资本财富由于市场资本回报率的降低而下降了，

具体见下文分析。对于较高收入的群体（税前月收入大于 4 万），福利变化
j 和税后收入变

化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表现在前者显著低于后者（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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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后收入变化等于      1 1j j j j j j j

new old old neww w w        。 

19
 两个例外是，最低收入群体 1，以及中间群体 10 的税后收入在税制改革前后虽然大体不变，但新税制

使得这两类人群福利有小幅的下降，具体原因见下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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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表明，税后收入变化并不等于福利变化，因此简单地比较税后收入，并不能够

精确地评估税制改革对各个收入群体的福利影响。这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在于，比较税后收入

只考虑了税制改革的局部均衡效应（Partial Equilibrium Effect），而忽视了一般均衡效应

（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在本文的模型中，前者主要体现在税制改革直接通过改变家

庭的税后收入来影响个体决策，而后者则是由于税制改革还会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供需结构

来改变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 

 

 

图 4. 新税制对个收入群体福利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将消费方程（27）代入福利变化
j 的方程（31），为方便

讨论我们暂时忽略财富效用    j j

new oldv y v y 项
20
，而只考虑消费增长项。经过简单计算，

我们有 

 
 

 

   

   

1 1
log 1 log log

1 1

j j j

new new newnewj

j j j
old old old old

w r sh r

h r w r s


 



    
    

       

         (32) 

其中  
1

1
h r

r
 


。（32）式表明，福利变化不仅与税后收入项  1 j jw 有关，同时还

受资本市场均衡（资本回报率 r 和资本财富  1 jr s ）的影响。新税制下，占人口多数的

中间收入群体 4～8 的储蓄总增加量大于高收入群体（人口占比很小）的储蓄减少量，从而

                                                             
20

 事实上，由于参数 a 非常小，  jv y 对家庭的效用几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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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本供给下降，具体表现为资本供给曲线（25）向下移动。由于资本需求曲

线（26）在两种税制下保持不变，最终新税制导致均衡资本回报率下降（见图 5）。以上效

应为标准的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深化效应”（Capital Deepening Effect）。数值解表明资本的

年回报率在新税制下降低了 0.64 个百分点。对于高收入群体（组 10～17），储蓄 s 与资本回

报率 r 的双重下降导致资本财富降幅明显。这种负向作用使得该组群的福利变化
j 明显低

于税后收入的变化。这解释了为什么对于高收入组 10～17，图 4 中代表
j 的柱状图明显小

于代表税后收入变化的虚线点。而对于中低收入人群（组 1～9），由于储蓄 s 的增加抵消了

资本回报率 r 的下降，资本财富  1 jr s 的变化并不明显，从而福利变化
j 与税后收入变

化差别不大。 

 

图 5. 税制改革的“资本深化效应” 

以上为各个收入人群的福利分析，对于整个经济的总福利变化（记为），它等于各个

群体的加总：
17

1

j j

j

n


  ，其值为 3.59%，即新税制使得整个社会的福利提高了 3.59 个百

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尽管高端收入人群福利下降，但其比重非常小（仅为 0.6%），而人口比

重最大的中间收入人群（约占 86%），其福利显著上升。 

（二）税制改革对通货膨胀成本的影响 

下面我们考察新税制对通货膨胀成本的影响。根据 Coogley and Hansen（1989）和 Wen



19 
 

（2010），新税制下，通货膨胀率 的福利成本（记为  new  ）满足
21
： 

   
17

,

1

log 1 log /j j j

new F new new

j

n c c


                    (33)  

其中 ,

j

F newc 为新税制下，通货膨胀率满足 Friedman 法则（即通胀率为 1  ，它使得名义

利率等于 1）时的均衡消费； j

newc 为新税制下，通货膨胀率等于 时的均衡消费。  new 

的经济学含义为：需要补贴  new  比率的消费水平，才能使得消费者对通胀率 与

Friedman 法则下的通胀率（为负）无差异。文献中，该函数常常用来刻画通货膨胀的福利

成本。类似地，我们可以计算老税制下的成本函数，记为  old  。 

图 5 比较了新税制对通货膨胀成本的影响。非常明显，尽管根据前面的分析，新税制提

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但是却增加了通货膨胀成本。这一看似违反直觉的现象可以从消费方

程（27）中找到解释。具体而言，（27）式表明通货膨胀的成本主要由消费方程的系数项

 

  

1 1

1 1

r

a r





 

 
来刻画，具体表现为 上升，系数下降，消费减少，最终导致福利下降。

由于该系数为资本回报率 r 的递减函数，而新税制又降低了均衡时的 r ，因此通货膨胀成本

在新税制下反而上升。以上分析的经济学解释是，新税制通过降低资本回报率而提高了各群

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因而个体消费变得对通货膨胀更为敏感，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上

升。不过，新税制对通货膨胀成本的推动作用只表现在高通胀区域（ 大于 10%时），而对

于较温和的通胀区域（ 小于 10%），新老税制下的通胀成本函数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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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只考察由消费变化引起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这主要是因为效用函数中财富项起的作用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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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通货膨胀率的福利成本比较 

5. 小结 

以 3500 元为起征点的个人所得税 7 级新税制，较改革前税制而言，降低了月收入低于

3.8 万元群体的平均税率，而增加了余下的高端收入群体的平均税率。基于收入分布数据的

计算，新税制使得整个经济的平均税率由改革前的 7.79%降至改革后的 3.96%。如此大的税

率变动，必然会伴随着社会福利的改变。由于经济福利本质上由个体经济行为决定，而后者

又反过来影响总体经济。因此，为了全面地评估税制改革的福利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货币

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与传统模型的差别在于，本文模型假设经济个体具有不同的劳动效率，

从而收入与财富在不同家庭之间具有差异。收入异质性的引入使得本文模型能够定量地分析

每个收入群体在税制改革前的福利变化。模型的稳态均衡显示，新的税制对经济作用具有局

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两个效应。前者通过直接改变税后收入而影响消费储蓄行为，而后者则是

通过影响资本供给及资本回报率来间接影响个体决策。资本市场渠道具体表现为新税制使得

人口比重最大的中间收入群体储蓄增加、比重最小的高端收入人群储蓄下降。总资本的增加

直接导致均衡资本回报率下降（年回报率下降 0.64%），进而降低了高收入人群的资本财富。

由此可见，通过资本市场渠道，新税制完成了对收入的再分配。 

此外，结合具体的收入分布数据，模型数值结果表明，新税制提高了中端收入群体（月

收入为 0.2～2.2 万元）的福利，降低了高端收入群体（月收入高于 2.2 万元）的福利，对最

低端群体（月收入小于 0.2 万元）则影响不大。由于中间群体人口比重最大，新税制提高了

社会总福利，增幅为 3.59%。本文的最后还分析了税制改革对福利成本的影响，分析表明，

新税制会推高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但作用非常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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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1 利用 Dagum 函数拟合收入分布数据 

收入分布数据将整个经济分成 20 个群体。根据其划分，我们设定了 19 个边界点记为

 , 1,...,19jy j  22，并根据数据中的人口占比，得到各个收入水平下对应的累积概率密度，

记为  ˆ jF y 。与此同时，将每个收入水平
jy 代入函数（1）中，可以得到 Dagum 分布函数

下的累积概率密度  jF y 。最优参数则是最小化距离函数    
19 2

1

ˆ j j

j

F y F y


 
  得到的最

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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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而言，
jy 分别代表了：0.5,1,1.5,...,10 等 19 个点。 


